建设文化产业、保护传统音乐和母语音乐教育

李彦荣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为我国文化工作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在报告中强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指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还要求我们“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
这些重要指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建设、传统音乐的保护和音乐教育的改革等方面的工作都具有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笔者长期在西部地区从事教学和科研，深感这些问题的重要。通过学习十六大文件，对建设文化产业、保护传统音乐和建立母语音乐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通讯网络的发明、跨国企业和跨国交流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支配作用、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以及其他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化”成为人们最热门的话题，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资本的跨国、跨地区联合，另一方面高科技的涌现也大大地改变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根据西方经济学家丹尼尔.贝尔的意见，产业结构的变化表现在五个方面：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知识经济出现和它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特征。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知识经济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都超过60%，最高的可达75%以上。在各发达国家中知识经济成分不断增长的同时，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例如在美国，航空航天工业的出口额曾经占据第一，但目前消费性视听技术文化产品的出口额已经超过了航空航天工业而跃居首位。
目前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文化消费的比例也在日益增加，旅游已成为时尚，媒体和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也在迅速增长。从国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走向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经济所占份额的增长，文化产业将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中，我们不但要狠抓经济，也要狠抓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

在商品社会中，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因素。经济产业的发展和人们在物质消费方面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必须和人们文化消费的需求紧密结合。从生产方面来看，一个文化产业只有大量生产同样的产品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唱片公司要向尽可能多的顾客销售同样的唱片才能节约成本、增加利润。从消费层面看，文化消费和物质消费的性质又有所不同：一方面，文化作为消费的资源其内容可以被传播，而不是像物质产品那样真正地被“消费”掉。如我们听了一首乐曲，这首乐曲依然存在，和我们消费食物、衣物等商品时的情况不同,文化的消费特征使文化资源具有极大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许多文化消费品是艺术品，而艺术品的消费，在本质上是拒绝重复和雷同，要求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听唱片的人所需求的不是只听相同的唱片而是希望听到不同的音乐，即使是同一部作品，也希望听到演奏家们不同的版本、演唱家们的不同诠释。正是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特性，人们才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旅游者需要亲临不同的景点，看不同的民俗，听不同的音乐，而不是在不同地方，看相同或相似的景色、体验相同的民俗、聆听相同的音乐。因此，文化消费除了其消费资源的“可持续性”之外还有对资源的“求异性”。

文化消费的对资源要求的“可持续性”和“求异性”给发展中国家和尚不发达地区开发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我们应当在发展物质经济生产的同时，加强文化产业的开发。在这方面云南省丽江县的实践值得我们注意。

地处我国西部的云南省丽江县，过去因为地处边疆、经济落后，所以古城和城中的古建筑没有被拆除，也保留了较多古老的民俗和较丰富的传统音乐品种。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地领导和各族人民群众抓住时机，积极利用丽江古城开展旅游并大力开发以传统音乐为主的各种文化产业，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在丽江走向世界，变成全球瞩目的旅游胜地的过程中，当地洞经音乐的发掘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成为一个突出的亮点。
丽江成功利用旅游资源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如果我国各地都能从当地的条件出发，努力发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争取利用这种无污染、本身并不消耗能源的资源发展各自的文化产业，当地的经济一定能够得到发展。丽江利用传统音乐资源的做法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它说明我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在发展音乐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一资源。同时，也只有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我们才有可能建设起具有竞争力的音乐文化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杨义最近在《综合国力不能忽视文化竞争力》一文中指出：是否能够充分地发掘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是发展文化产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重要保证
，丽江的经验和杨义的观点都说明了传统音乐在建设文化产业方面的重要意义。

2000年7月，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接受西部一家报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西部大开发的事业中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文资源，要注意保护、发展和利用。”
费先生认为，开发西部的文化资源，必须建立在“保护第一”的基础上，因为如果保护不好，资源已经流失或被人为地破坏了，所谓“开发和利用”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在音乐文化产业的建设中，第一步工作还不是如何“开发和利用”，而是如何“保护”。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这对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建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有形文化遗产如文物、古迹等是比较容易保护的，只要不加以人为的破坏，定时维修就可以。由于音乐是人类为表达思想感情、交流信息而创造和选择的、以乐音和噪音为表现媒介和载体的、超越语词功能之外的一种成系统的行为方式，
所以传统音乐是一种无形文化遗产，它和生活密切结合、同时不依靠乐谱传承，所以它的保护要比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困难。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各族人民生活都在迅速地改变着，在这种情况下，要对传统音乐进行保护，只有通过教育。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当时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认识到：“通过生活本身，传统将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从人民生活中被抹去。企图阻止这一点，就等于阻拦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是徒劳无功的。现在，接受传统、保持传统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积极的部分，这是受过教育阶层的任务。”
 柯达伊提出“通过音乐教育走向民歌”的口号，并指出：“受过教育的阶层”“只有和人民在精神上取得一致方才有可能有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
匈牙利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近代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课程的设置、教学的内容等方面，虽然有自身的特点，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与西方各国的音乐院校相比，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通过教育来保护我们的传统音乐，必须把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提到日程上来。我们首先应当赶上时代潮流，更新观念。从经济全球化和建设文化产业的高度来认识保护传统音乐和建立母语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保护传统音乐和实行母语音乐教育不仅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任务，也是专业音乐教育的光荣任务。

建立以母语为基础的音乐教育体系首先应当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加进本地区、本民族传统音乐的内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当编写出以本地区、本民族传统音乐为主的母语音乐乡土教材。教材编成后，应当开办母语音乐教育师资培训班，提高中小学教师对母语音乐教育和本地区、本民族传统音乐的认识，帮助他们熟悉教材，传授教学方法。这应当成为各地师范院校音乐系的一项重要任务。乡土教材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将会弥补全国或省（区）统编教材的不足，在少数民族地区，最好能施行双语音乐教学。除了在音乐课上教授乡土教材之外，各中小学还应当通过组织业余音乐团体，如民歌合唱团、民族乐队等形式，把母语音乐教育和课外活动结合起来。

处于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传统民族音乐品种，其传承的方式与现代学院式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为了使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本着“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的原则，在课程设置、教育形式等方面进行探索。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是全国第一所把少数民族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苗族芦笙）和一种声乐艺术形式（侗族大歌）作为专业音乐院校的一个专业来办的一个学校。他们的经验值得引起注意并在专业艺术院校中进行推广。他们的做法是：首先，课程设置自成一体，不受一般音乐专业的规范和制约。其次，专业课采用歌师、乐师传习并辅之课堂教育的形式，同时注重艺术实践和对民族隐约艺术生存环境的体验和认识，尽可能多的参加与音乐艺术相关的民俗活动。通过十多年的摸索和实践，他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规范教程。

总之，文化产业的建设和传统音乐的保护，都必须以教育为先导。只有大力开展母语音乐教育，才能保护我们的传统音乐资源，才能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它们得以发扬光大，进入世界各民族艺术之林，取得它们所应当占有的地位。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设我国文化产业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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